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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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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湖北省 1058份农户数据，借助烙印理论、二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
模型，阐释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

技术选择的影响总体呈负向。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

于男性，饥荒经历对女性的负向冲击更大；在影响农户选择增险型与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

技术上，如新品种与病虫害绿色防治，饥荒经历存在抑制作用；在影响农户选择控险型、非

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饥荒经历则发挥促进作用。风险厌

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是饥荒经历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主要路

径，且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历的影响路径有所差别。基于此，从缓解农户

风险厌恶程度、强化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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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引发人类悲剧的“三剑客”之一,饥荒对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百姓的衣食温饱造成了沉重

打击，我国在历史上也曾深受饥荒之苦。宋庆龄在 1912年曾言道：“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受着饥荒

的威胁”①。百年后,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我国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大饥荒,饿殍遍野,甚至人相

食,惨绝人寰！这些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②。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以发生在 1959-1961年的饥

荒影响最为深远。此次饥荒在当时造成了食物短缺、温饱不足[1⁃5]与人口死亡[6⁃7],更因是全国性饥荒,
中国当前大部分农业生产人员或均有所了解[8]。故而时至今日,学者们依旧高度关注这一饥荒经历

对三农问题的影响[7,9⁃11]。

然而,造成农户温饱不足的饥荒经历是否会左右其生产技术选择,尚不为人所知。行为学与心

理学研究表明,自然灾害等过往经历会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12⁃13]；烙印理论进一步指出,早年的

重大经历将通过改变个体的心理特质、认知结构和知识技能等[14],进而影响其后期决策[15⁃16],且这一影

响持久深远[17],即便后续环境出现变化,个体潜意识中依旧存在同经历相关的印记[15]。由此可以推

测,饥荒经历可能通过改变个体特质,进而影响其生产技术选择。这一观点已在一些研究中得到部

分证实。具体来说,经历过饥荒的农户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决策[9,18],同时,饥荒经历还会冲击农户的人

力资本[7]、降低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5]；而风险厌恶程度[19⁃20]、人力资本[8]、社会信任[21]均是影响农户绿

色生产技术选择的重要因素,由此,饥荒经历或存在通过影响农户的风险态度、人力资本及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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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而作用其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可能。那么,饥荒经历是否会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

这一影响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的原理与路径又是什么？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为解释农户绿色农

业技术采用率不甚理想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也从灾害管理角度为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措施提供一定

参考。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以下三点展开进一步探索：第一,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已关

注到饥荒经历对农户社交活动[3]、土地流转[7]、农地调整[9]、宗教信仰[5]等行为的影响,但较少意识到其

在农户生产技术选择中的作用。类似地,围绕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学者们已探索出了性别[22]、年

龄[8，22]、风险偏好[19⁃20]、认知[8]、文化程度[22]等个体特征因素,但从饥荒经历视角切入并展开探讨的文献

相对有限。由此,本文拟探究饥荒经历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深入理解饥荒的长

期影响开辟新的研究视角。第二,研究方法上,既往文献大多运用烙印理论探讨高管饥荒经历对企

业治理行为的影响[14，23⁃24],较少将其用于农户行为的解释。据此,本文拟借助烙印理论,分析农户生产

技术选择逻辑,以拓展烙印理论的研究范畴。第三,研究内容上,已有成果大多聚焦于饥荒经历影响

的个体异质性,如性别[25]、经历阶段[10]、约束环境[26]等,而饥荒经历影响的技术异质性尚未引起学者的

足够重视。事实上,农户存在同时选择多项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能,而不同绿色生产技术在风险、要素

投入密集度等特征上有所差别[19],因此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或将存在技术异质

性,若忽略该点,则不足以完全厘清与揭示饥荒经历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首先借助烙印理论,对饥

荒经历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机理进行分析；其次,依托湖北省 1058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二

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最后,采用OLS估计,明晰饥荒经历的作用路径,以期为推动农户积极选择绿色生产技术、政府部门

更好地开展绿色生产技术推广工作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烙印理论（imprinting theory）源自生物学领域,指的是个体在敏感期（包括事物或个体成长的生

理早期阶段和个体外界环境发生较大改变的时期两方面）遭遇的重大经历会使其产生对应的“印

记”,即便后续环境发生变化,这些“印记”也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持续性地产生影响并在个体之后的

行为中有所体现[14⁃16,23⁃24]。自烙印理论被引入管理学领域以来,学者们用其解释了高管的海外经历[14]、

饥荒经历[23]、体制内经历[24]等对其公司内部治理行为的影响,并发现上述经历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作

用机理包括“认知烙印”与“能力烙印”两方面[14]。具体来说,就“认知烙印”而言,过往经历会影响个体

对于风险的看法[26],进而改变其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具体行动的方式；就“能力烙印”而言,过往经历会

影响个体知识体系的完备性与发展能力[14]。但是,烙印理论在农户行为领域的应用较少为人所注意,
因此,本文基于烙印理论,探究饥荒经历对农户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以期拓展烙印理论的外延,实
现对现有农户行为研究的有益增补。

1.风险厌恶程度

研究发现,海啸[18]、战争[27]、经济冲击[28]等外生创伤性经历会增加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饥荒经历

亦不例外。具体来说,由于大饥荒是一次物质资源严重匮乏的危机,长时期的贫穷和饥饿不仅导致

个体变得更为保守[29⁃30],同时还加强了风险厌恶心理[10],使其对存在一定风险的投资活动表现出相对

谨慎的态度[9]。而农户的技术采用决策深受其风险厌恶程度的影响,且绿色生产技术包含多项技术,
不同技术在风险性上存在差异[19，31],故而对于具备产出不确定性等生产风险特征的绿色生产技术,因
饥荒经历而具备较高风险厌恶程度的农户往往不愿意选择,或转而青睐其他类型的技术。由此,基
于“认知烙印”,饥荒经历通过提高风险厌恶程度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

2.人力资本积累

学者们已就饥荒经历对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影响达成共识,认为饥荒导致农户在教育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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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间权衡,影响其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从而阻碍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已有成果表明,因遭受饥

荒，个体完成小学教育的份额会减少 1.2个百分点，其中男性下降 1个百分点,女性则再多降低 0.5个
百分点[32]。此外,个人的认知能力 [26]、学习能力 [33]也会因饥荒而受损。而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选

择与其人力资本水平关系密切 [8],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不仅对绿色生产技术益处的认识更

深 [21],同时也更易学习与掌握技术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流程 [34]。因此,基于“能力烙印”,饥荒经历将

通过冲击农户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对其绿色生产技术选择产生不利影响。

3.社会信任水平

同海啸[18]、地震[35]、飓风[36]等经历一样,饥荒经历亦会显著降低社会信任水平[5]。具体来说,由于

饥荒属于生存危机,部分农户会为了抢夺资源而采取互相举报、冲突斗殴等[37]非正当手段,这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对他人的信任[5],且饥荒经历造成的社会信任水平降低还具备代际传递性。而对

于绿色生产技术这类新事物,农户大多受互相信任与从众心理影响,即农户的技术选择往往是在其

他农户采用、获得他人反馈后方才跟随做出[22]。但由于饥荒经历致使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有所降低,
故而即便其他农户释放了绿色生产技术在增产、提效、促收方面的良好口碑信息,这类农户仍会不予

信任和采用,从而增加了绿色生产这一集体行动的实现难度。由此,饥荒经历因降低了农户的社会

信任水平而阻碍了其选择绿色生产技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存在显著影响。

二、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数据采集于 2017年 7-8月,调研对象为湖北省天门、随州、荆州、武汉和黄冈的农户。选择

湖北省作为调研地的原因在于：湖北省是中国中部的粮食生产大省,但在 1959-1961年的饥荒时期,
人口出生率一度跌至 16.21‰（往年人口出生率基本维持在 30‰左右）,死亡率一度高达 21.21‰（往

年人口死亡率基本维持在 10‰左右）,粮食产量较往年减少近 200万吨[38],由此,以湖北省为例具有一

定代表性。选择这 5个地区展开调研的原因在于：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2017年,武汉生产总

值位居湖北省第一,黄冈与荆州分列第四、第五位,而随州和天门分别居于第 11与第 16名。二是地

貌差异；黄冈与随州属于丘陵山地地貌,而天门、荆州与武汉属于平原地貌。三是农业生产状况；五

地均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与政府重点推行绿色生产技术的区域[22]。由此,以这 5个地区为调研地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次调研选取样本农户的方式如下：第一步,从天门、随州、荆州、武汉和黄冈市中随机选出 3~4
个样本镇；第二步,从每个样本镇中随机选出 2~3个村；第三步,在每个样本村内随机选取 10户农户

展开问卷调查,询问其个人与家庭情况、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绿色生产认知、意愿及行为等内容；最

后,筛选出1058份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问卷。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如表 1所示,其中：男性户主占比达 87.15%,60岁及以上的老年户主占比达

48.68%,90.17%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79.39%的农户经营 10亩以下的耕地,50.76%
的农户家庭规模为 3~5人,37.71%的农户的家庭总收入为 1~5万元。样本情况与 2016年湖北省农

村居民的现实情况大体一致①,具备代表性。

2.变量说明

（1）饥荒经历。参考赵民伟等[26]、张信东等[30]、王营等[39]的研究,本文使用户主的出生队列作为表

① 由《湖北省统计年鉴2017》可知，2016年湖北农民户均经营8.24亩地，家庭收入为4.86万元，户均常住人口为2.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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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①,即根据户主的出生年份,计算其在饥荒时期的成长阶段,包括未经历饥荒②、婴儿期经历饥荒、幼

儿期经历饥荒、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与成年期经历饥荒,具体如表 2所示。同时,参考许年行

等[12]的做法,本文以经历饥荒的时长对饥荒经历进行重新赋值,即未经历、经历1年、经历2年和经历3
年,进而展开稳健性检验。

（2）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参考石志恒

等[19]、李芬妮等[22]、郑旭媛等[31]的研究,根据农业生

产环节的多样化以及数据的有限性,本文以产前技

术中的新品种、产中技术中的病虫害绿色防治与产

后技术中的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为例,以农户是否

选择采用上述技术中的一种作为表征。图 1展示

了样本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现状,不难看出,
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是农户选择最多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占比为 58.70%,其次是新品种技术

（26.37%）与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23.35%）。

（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包括风险厌恶程度[8]、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3个。

（4）控制变量。为排除干扰,本文还从农户个

体、家庭、市场、村庄等层面设置了控制变量。所有

变量的定义及赋值如表3所示。

3.模型选择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仅包含选择与未选择两

种情况,参考郑旭媛等[31]的做法,本文采用二元Pro⁃
bit模型展开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Selection= α0+ α1GFE+ α2Control+ ε （1）

① 梳理文献发现，当前学者们关于饥荒经历的测度主要包含以下四种：第一种是根据户主的出生年份，将出生在 1961年及以前的

户主视为经历过大饥荒，将出生年份为 1962年及以后的户主则视为没有经历过大饥荒；采取此种做法的包括许年行等［12］、张信

东等［30］、王营等［39］的研究。第二种与第一种类似，是以户主的出生队列作为表征，即根据户主的出生年份，计算其在饥荒时期

的成长阶段，包括未经历饥荒、婴儿期经历饥荒、幼儿期经历饥荒、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与成年期经历饥荒；采取此种做法

包括赵民伟等［26］、张信东等［30］、王营等［39］的研究。第三种是许年行等［12］的做法：以经历饥荒的时长作为饥荒经历的新变量，即

未经历、经历1年、经历2年和经历3年，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种是以户主出生年份或出生队列及其与饥荒程度（利用研究

区域1956‒1964年的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或总人口规模数据，测度超额死亡率或人口缩减率得出）的交互项为表征；采取此种做

法包括都田秀佳等［5］、洪炜杰等［9］、于丽等［25］、林淑贞等［29］、程令国等［40］的研究。

② 回归模型以未经历饥荒为基准组，婴儿期经历饥荒、幼儿期经历饥荒、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与成年期经历饥荒为虚拟变量。

表1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

变量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a

户主受教育程度

耕地面积/亩

分类

男

女

≤44
45~59
≥60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5
[5,10]

频数

922
136
82
461
515

588
366
92
12

368
472

占比/%
87.15
12.85
7.75
43.57
48.68

55.58
34.59
8.70
1.13

34.78
44.61

变量

耕地面积/亩

家庭规模

家庭总收入/万元

分类

(10,20]
(20,50]
>50
≤2
3~5

6~8
≥9
≤1
(1,5]

(5,10)
≥10

频数

159
51
8
124
537

321
76
103
399

331
225

占比/%
15.03
4.82
0.76
11.72
50.76

30.34
7.18
9.73
37.71

31.29
21.27

注：a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标准：44岁及以下为青年，45~59岁为中年，60岁及以上为老年。

表2 户主经历饥荒的阶段及划分

出生年份

1962及以后

[1959-1961]
[1955-1958]
[1942-1954]
1941及以前

年龄

0
(0,3)
[3,7)
[7,18)
≥18

经历饥荒的阶段

未经历

婴儿期

幼儿期

童年和青少年期

成年期

数量

421
96
168
335
38

图 1 样本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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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Selection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GFE为饥荒经历变量,Control为控制变量,α0是常

数项,α1、α2是回归系数,ɛ是随机扰动项。

三、结果分析

1.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

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通过逐步引入解释变量、构建二元Probit模型,即第一步只引入控制变

量（回归 1）,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纳入饥荒经历变量（回归 2）,结果如表 4所示。不难看出,Wald
chi2值在1%检验水平显著,同时,随着变量的纳入,模型的伪对数似然值与Pseudo R2逐渐提高,这说

明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增强。因此,以下分析主要基于回归2展开。

表3 变量的含义与赋值

变量

被解释变量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

饥荒经历变量

（以未经历饥荒为基准组）

未经历饥荒

婴儿期经历饥荒

幼儿期经历饥荒

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

成年期经历饥荒

中介变量

风险厌恶程度

人力资本积累

社会信任水平

控制变量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健康程度

农业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

是否了解绿色生产相关政策

家庭规模

耕地规模

家庭总收入水平

绿色生产效益

绿色生产成本

绿色技术培训

绿色生产所需的相关物资或

服务

村庄地形

离集镇市场的距离

村级虚拟变量

赋值及定义

是否选择采用新品种、病虫害绿色防治、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3项技术中的一种：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对于农业绿色生产等可能存在风险的事,我不愿尝试：完全不同意=1；比较不同

意=2；一般=3；比较同意=4；完全同意=5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

对乡邻乡亲的信任程度：非常不信任=1；不太信任=2；一般=3；比较信任=4；非常

信任=5

户主实际年龄

男=1；女=0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农业绿色生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完全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

意=4；完全同意=5

是=1；否=0

家庭人口数量

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亩
2016年家庭总收入/万元

绿色产品能以更高价格出售=1；不能=0
绿色生产成本/（元/亩）

近三年参加过绿色技术推广培训=1；没有=0

能方便地得到绿色生产所需的相关物资或服务=1；不能=0

丘陵山地=1；平原=0
农户所在村庄离集镇市场的距离/千米

样本共涉及 43个村,以安居镇聂家寨村为基准组,将农户所在村庄赋值为 1,最后共

有42个村级虚拟变量

均值

0.80

0.40
0.09
0.16
0.32
0.04

3.47

6.57

3.78

58.24
0.87
3.61

3.63

0.29

5.04
8.50
6.57
0.27
34.55
0.09

0.41

0.40
4.86

标准

差

0.40

0.49
0.29
0.37
0.47
0.19

1.03

3.31

0.88

10.05
0.34
0.99

1.00

0.45

2.08
9.18
5.26
0.44
76.88
0.29

0.49

0.49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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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饥荒经历。由表 4可知,饥荒经历变量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来说,幼儿期经历饥荒在

0.0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 ,且边际效应值为-
0.140,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在 0.01的水平

上负向显著,且边际效应值为-0.191,说明饥荒

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存在阻碍作用。

同时,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历

对其的影响有所差别：相比于在婴儿期与成年期

经历饥荒的农户,经历饥荒时尚为幼儿与童年和

青少年的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能性更低。

这或许是因为,幼儿期是个体认知、记忆与情感

能力启蒙并逐渐增强的时期[29],而童年和青少年

期不仅是思维认知、心理特质、行为偏好形成的

关键阶段[39⁃40],同时处在此时期个体的可塑性更

强[29],因此,在上述时期经历饥荒足以影响个体的

风险厌恶程度、社会信任水平与文化知识等人力

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拥有饥荒经历的农户对具

备一定知识密集、产出不确定等特征的绿色生产

技术的选择。

（2）控制变量。农业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意味着农户越认

可农业绿色生产的重要性、越可能做出技术选

择；这或许是因为,对于农业绿色生产重要性认

知越深的农户往往具备更强的环保和责任意识,
越能认识到农业绿色生产的重要意义和益处,从
而越倾向于采用。家庭总收入水平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意味着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的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

原因是,绿色生产技术的选择需要农户前期投入

一定资金,而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更具备资金条

件与支付能力。绿色生产效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且系数为正,意味着绿色生产效益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绿色生产技术；可能的解释是,农户是

理性经济人,其选择绿色生产技术与否离不开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因此,绿色生产效益越高,农户对

其预期效果越好、做出技术选择的可能性越大。绿色生产所需的相关物资或服务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且系数为正,意味着当农户获得绿色生产所需的相关物资或服务的便利性越强、选择绿色生产技

术的可能性越大；这或许是由于绿色生产所需的相关物资或服务的方便获取有助于降低农户绿色生

产的成本与难度,从而提高了其技术选择的概率。

2.异质性分析

（1）性别异质性。表 5汇报了饥荒经历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性别差异。不难看出,相较

于男性,饥荒经历变量系数在女性组中明显较高,说明饥荒经历对女性的负向冲击更大。这一方面

或许是因为,同男性相比,女性的身体素质、心理韧性及抗压能力本身较弱；另一方面,受重男轻女思

想影响,在资源有限的饥荒时期,农户往往会将受教育机会、食物等资源更多地向男性倾斜,而非女

性,从而导致女性的教育与健康水平下降得更为明显[25],最终在面对一定体力、智力要求的绿色生产

表4 二元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婴儿期经历饥荒

幼儿期经历饥荒

童年和青少年期

经历饥荒

成年期经历饥荒

户主年龄

户主性别

户主健康程度

农业绿色生产

重要性认知

是否了解绿色生产

相关政策

家庭规模

耕地规模

家庭总收入水平

绿色生产效益

绿色生产成本

村庄地形

离集镇市场的距离

绿色技术培训

绿色生产所需的

相关物资或服务

村级虚拟变量

观察值

伪对数似然值

Pseudo R2

Wald chi2

回归1

-0.008（0.005）
0.119（0.146）
0.021（0.052）

0.132*（0.055）

0.186（0.127）

-0.022（0.029）

0.013（0.009）
0.039**（0.014）
0.305*（0.141）
0.002（0.001）
0.099（0.227）
0.029（0.021）
0.210（0.232）

0.729***（0.116）

已控制

1058
-415.759
0.192
180.43

回归2

-0.376（0.227）
[-0.085]

-0.615**（0.213）
[-0.140]

-0.839**（0.256）
[-0.191]

-0.493（0.461）
[-0.112]

0.022（0.011）[0.005]
0.148（0.148）[0.034]
0.016（0.053）[0.004]

0.135*（0.056）[0.031]

0.173（0.127）[0.039]

-0.015（0.029）[-
0.003]

0.009（0.009）[0.002]
0.038**（0.014）[0.009]
0.303*（0.141）[0.069]
0.001（0.001）[0.000]
0.092（0.236）[0.021]
0.028（0.020）[0.006]
0.218（0.233）[0.050]
0.731***（0.118）

[0.166]
已控制

1058
-408.211
0.207
190.2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

内为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为边际效应值,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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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时选择的可能性较低。

（2）技术异质性。考虑到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可能会同时选择多项绿色生产技术,因此,参考

Li等[34]的做法,本文选择构建多变量Probit模型,
以检验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技

术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 6所示。不难发现,在影

响农户选择新品种、病虫害绿色防治与畜禽粪便

资源化利用等绿色生产技术上,饥荒经历的作用

方向有所区别。

由回归 5中新品种技术模型可知,饥荒经历

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饥荒

经历阻碍了农户选择新品种技术。这可能是因

为,饥荒经历增加了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10],而新

品种技术虽然在抵抗病虫害、增产稳产等方面有

所改进,但会增加农户的资金投入,同时还具备

产出的不确定性[31]、造成的风险较难补救,故而不

易为因饥荒经历而具备较高风险厌恶程度的农

户所青睐。

由回归 5中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模型可知,
饥荒经历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
表明饥荒经历阻碍了农户选择病虫害绿色防治

技术。可能的解释是,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虽然

具有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等效应,
但因涉及化学、生物等多个学科,知识密集度与

技术含量相对较高[41],对农户的文化程度存在一

定要求,即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正确理

解和使用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而拥有饥荒经历

的农户因人力资本水平受到影响,故而选择这类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的积极性不高。

由回归 5中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模型可知,饥荒经历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
说明饥荒经历有助于促使农户选择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可能的原因是,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有利于增强地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且对资本投入要求较低[34],属于生产风险较小、知识要素投入密

集度小的技术,满足因饥荒经历而具备较高风险厌恶程度的农户需求,故而被选择的可能性较大。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调整变量赋值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具体来说,参考许年行等[12]的做法,本文以经

历饥荒的时长对变量进行重新赋值,即未经历、经历 1年、经历 2年和经历 3年,进而展开重新回归,结
果如表 7所示。可以看出,表 7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类似,证明本文结果具备一定的稳健性。同时，

为检验年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纳入户主年龄的平方进行回归，发现饥荒经历负向影响显著，而

户主年龄的平方未见显著，由此可以排除年龄内生性。

4.作用路径分析

为了论证饥荒经历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路径,参考都田秀佳等[5]、洪炜杰等[9]、许年行

等[12]的研究,本文以饥荒经历为自变量,以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社会信任水平为因变量,
采用OLS估计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可以看出,饥荒经历变量对农户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社

会信任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对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存在正向影响。

表5 性别异质性分析

变量

婴儿期经历饥荒

幼儿期经历饥荒

童年和青少年期

经历饥荒

成年期经历饥荒

控制变量

村级虚拟变量

观察值

伪对数似然值

Pseudo R2

Wald chi2

回归3（男性组）

-0.412（0.253）
-0.587*（0.233）

-0.691*（0.287）

-0.397（0.520）
已控制

已控制

922
-345.169
0.214
167.88

回归4（女性组）

-0.538（0.959）
-2.022*（0.918）

-3.339**（1.287）

-1.942（1.925）
已控制

已控制

136
-26.681
0.602
61.31

表6 技术异质性分析 n=1058

变量

婴儿期经历饥荒

幼儿期经历饥荒

童年和青少年期

经历饥荒

成年期经历饥荒

控制变量

村级虚拟变量

伪对数似然值

回归5

新品种

技术

0.060
（0.199）
-0.355
（0.187）
-0.508*

（0.227）
-1.082*

（0.485）
已控制

已控制

-1431.874

病虫害绿色

防治技术

-0.229
（0.191）
-0.867***

（0.197）
-1.105***

（0.238）
-0.718
（0.426）

畜禽粪便资源

化利用技术

0.326
（0.199）
0.470**

（0.180）
0.494*

（0.228）
1.341**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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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本文检验了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社会信任水平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

的影响,结果如表 9所示。不难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促进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而
风险厌恶程度负向作用于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选择。

综合表 8~表 9结果可知,饥荒经历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路径包括但不限于风险厌恶

程度、人力资本积累及社会信任水平,即饥荒经历通过提高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降低人力资本积累

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选择绿色生产技术。同时,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历影

响其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路径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饥荒经历通过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及

社会信任水平三个路径影响幼儿期、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通过风险厌

恶程度与社会信任水平两个路径作用于成年期经历饥荒农户的绿色生产技术选择。可能的原因是,
幼儿期、童年和青少年期是个体接受学前教育、小初高教育的主要时期,而成年期时,个体大多已完

成学业、步入社会或职场,故而饥荒经历通过阻碍人力资本积累这一路径更容易冲击幼儿期、童年和

青少年期经历饥荒农户；同时,幼儿期、童年和青少年期还是个体形成价值取向、心理倾向和行为偏

好的重要阶段[39⁃40],发生在该时期的饥荒将极大影响其身心发展[29],故而饥荒经历容易通过风险厌恶

程度与社会信任水平这两个路径影响幼儿期、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农户。此外,成年期虽是个

体性格、价值观与承压能力相对稳定的时期[29⁃30，42],但在此期间出现的重大境遇仍会导致个体特质或

表8 饥荒经历与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及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 n=1058

变量

婴儿期经历饥荒

幼儿期经历饥荒

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

成年期经历饥荒

控制变量

村级虚拟变量

R2

回归10
（因变量：风险厌恶程度）

0.165（0.135）
0.332*（0.134）
0.361*（0.168）
0.639*（0.284）

已控制

已控制

0.132

回归11
（因变量：人力资本积累）

0.261（0.419）
-1.002*（0.396）
-1.397**（0.444）
0.263（0.907）

已控制

已控制

0.242

回归12
（因变量：社会信任水平）

0.110（0.104）
-0.252*（0.102）
-0.267*（0.130）
-0.575*（0.233）

已控制

已控制

0.248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饥荒经历

控制变量

村级虚拟变量

观察值

伪对数似然值

Pseudo R2

回归6

-0.176**
（0.063）
已控制

已控制

1058
-411.937
0.199

回归7
（男性组）

-0.163*
（0.070）
已控制

已控制

922
-347.296
0.209

回归8
（女性组）

-0.556*
（0.271）
已控制

已控制

136
-28.085
0.581

回归9

新品种技术

-0.110*
（0.056）

已控制

已控制

1058
-1440.980

-

病虫害绿色
防治技术

-0.296***
（0.059）

畜禽粪便资源
化利用技术

0.129*
（0.055）

表9 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及社会信任水平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回归结果 n=1058
变量

风险厌恶程度

人力资本积累

社会信任水平

控制变量

村级虚拟变量

R2

回归13
-0.024*（0.011）

已控制

已控制

0.203

回归14

0.010*（0.004）

已控制

已控制

0.205

回归15

0.031*（0.015）
已控制

已控制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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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发生一定变化[42],故饥荒经历也较易通过风险厌恶程度与社会信任水平这两个路径影响成年期

经历饥荒农户。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湖北省 1058份农户数据,利用烙印理论,构建二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模型,探
讨了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用路径。研究发

现：（1）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总体呈负向,且这一影响的路径包括但不限于风险

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即饥荒经历通过提高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降低人力资本

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选择绿色生产技术。同时,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

历影响其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路径有所差别：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及社会信任水平是影响

幼儿期、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历饥荒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的主要路径,风险厌恶程度与社会信任水

平是影响成年期经历饥荒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的主要路径。（2）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

择的影响存在性别与技术异质性：相较于男性,饥荒经历对女性的负向冲击更大；在影响农户选择增

险型与知识密集型技术上,如新品种与病虫害绿色防治,饥荒经历存在抑制作用,而在影响农户选择

控险型、非知识密集型技术上,如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饥荒经历则发挥促进作用。此外,农业绿色

生产重要性认知、家庭总收入水平、绿色生产效益与绿色生产所需的相关物资或服务亦能促使农户

选择绿色生产技术。

上述发现有助于绿色生产等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顺利展开。考虑到饥荒经历通过提高农

户的风险厌恶程度、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绿色生产技术选择,故可借助如

下手段推动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第一,缓解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由于农业保险是一项规避风

险的良好工具,故应完善农业保险体系,鼓励保险机构针对绿色生产设计出适宜险种,并提供保费降

低、补助标准与额度提高、保障范围扩大等优惠,为农户绿色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减轻农户技术选

择的风险负担,增强其风险防控能力。此外,还应加大对绿色生产技术控制风险、提高产量等益处的

科普和宣传,推动农户正确认识与理性把握绿色生产技术的风险程度,消除农户的疑虑与担忧,增强

其技术选择的信心。第二,强化农户的人力资本。一方面,借助知识培训、田野课堂等方式,采取“线

下教学+线上直播”的形式对农户进行继续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农户的学习能力与业务水平；另一

方面,完善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农村医疗环境与设施的建设投入,为农

户及时提供身体检查、疫苗药物等服务,以保障并改善农户的身体素质。第三,增加农户的社会信任

水平。一方面,推动村委会向服务型基层组织转变,如借助村庄微信群、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公开村务

信息、鼓励村干部定期去农户家中走访、适时召开村民大会听取群众意见等,以增强农户的制度信

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歌舞比赛、运动会、知识竞答等群众性文体娱活动,为农户互动互助互信搭建

良好平台。同时,本文发现饥荒经历对女性、幼儿期与童年和青少年期农户的负面影响更大,故而一

方面,应在农村地区重点引导与宣传现代性别角色观念,营造性别平等的氛围,减轻重男轻女、性别

歧视等思想,降低女性受到的冲击与损失；另一方面,组织专业师资团队或设置专门心理辅导热线、

网络专栏,对个体进行心理辅导与人文关怀,以缓解个体的心理阴影。考虑到饥荒经历有助于推动

农户选择控险型、非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故而农技部门在开展技术推广工作时,应针对饥荒程

度严重的地区或受饥荒经历影响较大的个体,采取差异化的技术推广策略,重点宣传与引导控险型、

非知识密集型技术,如多次施肥、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等。另外,鉴于农业绿色生产重要性认知、家

庭总收入水平、绿色生产效益与绿色生产所需的相关物资或服务亦可促使农户选择绿色生产技术,
故还可加大农业绿色生产宣传力度、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补贴激励政策与健全社会化服务体

系等。

本文探索性地将饥荒经历纳入农户行为研究领域,并借助烙印理论与计量模型证实了饥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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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确有影响,进一步拓展了饥荒经历与烙印理论的研究范畴。但研究亦存在

以下局限性：一是,虽然本文证明了饥荒经历影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但相比于其他影响因素,
饥荒经历在农民绿色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强度与影响权重究竟有多大,值得进一步探索。二是,尽管

本文衡量了饥荒经历,并设置了村级虚拟变量,但不同地域甚至同一村域农户的饥荒程度的确存在

一定差异,由此,若能获取村级、镇级或县级层面的历史数据,或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饥荒经历相关

研究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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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Great Famine Experience on Farmers Green Pro⁃
duction Technology Selection Choice：Positive or Negative？

LI Fenni，ZHANG Junbiao

Abstract Based on imprinting theory and survey data from 1058 households in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reat famine experience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selec⁃
tion choice. It is found that Great famine experienc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selection choice. There ar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great famine experience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selection choice. Compared to men，famine experience has a greater negative im⁃
pact on women. It has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selection of risk-increasing and knowledge-intensive tech⁃
nologies，such as improved seed and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technology. However，it plays a pro⁃
moting role in the selection of risk-mitigating and non-knowledge-intensive technologies，such as com⁃
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manure. The impact of great famine experience materializes through
farmers’risk aversion，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ocial trust level and varies among farmers who
experience the famine at different stages. Therefore，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term of mitigating
farmers’risk aversion，strengthening human capital，and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Key words great famine experience；imprinting theory；green production；technology selection；
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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